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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黄丁兰（印尼归侨）

口述：陈裕秀（印尼归侨）

印联会厦大组小组长的工作

是蛮辛苦的，但丁兰从来都是闷

头干活。聚餐活动时，挨个通知、

联系。会员生病，她到医院、家里

问寒问暖；会员去世，特地到火葬

场送行。特别是这几年，厦大老归

侨纷纷搬出厦大随子女居住，她

自己已经过八十了，还是坐公交

车把过节的票券、慰问的费用及

物品，挨家送到他们手上。她自己

年纪这么大了，身体也不好，能够

这样做，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本版文字采访整理：林希

口述：陈有理（印尼归侨）

黄丁兰是位非常优秀的

女士，我回国踏上厦门的第一

天，那时是 1961 年 6 月，就是

她负责接待我们家的，因为她

懂得荷兰语。黄老师看着我长

大，我称呼她“丁兰姐姐”，她

是位非常和蔼的长辈。

我在厦大侨联工作了 16

年，组织活动忙不过来的时

候，黄老师总是一马当先地跑

来帮忙。

我退休后，因思明区侨

联工作需要，帮助接待海外华

侨华人。我的荷兰文水平远远

不如黄丁兰，那是她的母语，

不懂的地方，我就跑去向她请

教，特别是母亲去世之后。

我了解到，有一组海外华

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史料，

非常珍贵。说的是吴仲汉先生

的父亲吴云灿在印尼组织了

支援祖国抗日基金会。买了 4

部救护车，派出 23 名医生，奔

赴长沙和武汉，为八路军送

药。日本侵略印尼时期，这个

家族失去了所有的照片，而这

段历史在国内几乎是空白。

我在带领吴仲汉等人参

观华侨博物院时，他们非常惊

喜地发现，有张“救护车”的照

片就挂在展厅的墙上！这种

“失而复得”的感觉怎不令他

们惊喜得几乎要落泪！华侨博

物院的摄影师陈永宗连夜复

制了这张照片送给他们。从此

我和这个家族就一直有联系，

后来他们就想来中国寻根。

我想把这组海外华侨支

援祖国抗日战争的史料引回

国内，但这些史料是印尼文、

荷兰文写的，其中不少还是古

荷兰文，我看不明白或是无法

准确把握。于是我拜黄丁兰为

师。她年老体衰，家务事多，印

联会的工作也多，但我每次到

她家请教，她都放下手头的工

作，拿出字典，非常耐心地讲

解给我听。

我翻译出初稿后，发邮

件给黄老师，请她审核。没想

到的是，她家的电脑老旧，她

又不会打印，就一字一字地先

从电脑上抄下来，再逐字修

改、批注，然后到邮局邮寄给

我。我真是太感动了，我也非

常后悔，早知道这样我就该把

文稿打印出来，送呈黄老师，

可以省她很多时间。在她的帮

助下，初稿基本翻译完工，送

给了华侨博物院。

丁兰姐姐做这些事情都

是义务的，她也从不声张。

我是旅居印尼的第五代

侨生，祖籍福建南安。1939 年

出生在印尼西爪哇井里汶芝

日洛镇，家里经营布业生意，

家境尚算殷实。我童年时寄宿

在万隆姑妈家，自幼在荷语学

校接受荷兰教育。

1958 年我考取印尼国立

巴 查 查 兰 大 学（Padjadjaran

University），可是这所公立大

学因为我是中国国籍而拒绝

了我。后来无奈改读天主教勃

良安大学 （印尼文校名是

Universitas Katolik Parahiangan）

的经济学专业。该校授课语言

是荷兰语与英语，这也使我在

大学期间便掌握了影响我人

生道路的一门生活技能。

家父黄良珍会一些中文，

谈不上很好，但他是镇上热心

华文教育的侨领，曾多次出席

欢迎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尼的

座谈会；曾应邀赴京，登上天

安门观礼台观赏国庆 10 周年

阅兵大典。我在万隆读书时，

父亲每周都要坐 3 个小时的

车来看我，他常跟我念叨“不

要忘了中国”。

我于 1994 年退休，我在南

洋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印尼组

工作了 34 年，奉献了人生最美

好的时光。

退休后，我任厦门印联会

厦大联络组组长，配合印联会

根据厦大小组的特色组织联

谊活动；克服自身年迈体弱、

组员居住分散等许多困难，尽

力和组员相互关爱，转达市侨

联和印联会组织的温暖。

昔日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可谓百感交集：印尼排华是

祸，投奔祖国走上造福之路，

因祸得福！真切地感恩我们的

党。共和国崛起誉满天下，我

们归侨为之自豪；尤其是值得

大书特书的“抗疫”壮举，凸显

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震

撼世界，惊天地泣鬼神！

而今我步入了耄耋之年，

子孙满堂。老伴也是厦大的退

休教师，我们的生活很安逸，

每天早上 7 点前到厦大法学

院篮球场打太极拳、舞剑、聊

天。大儿子一家在厦门，二儿

子一家在香港，小儿子一家在

美国。我们有 5个可爱的孙子。

国家为我提供了优质的生

活条件，为我的儿孙提供了良

好的成长环境，我们享受无忧

无虑的温馨生活，深得海外亲

人的羡慕和祝福。值此纪念回

国 60 周年之际，我深深庆幸此

生叶落归根，来世愿播种在华

夏。

1959 年底，苏加诺颁布排

华《总统第 10 号法令》，厄运

降临。1960 年 3 月我乘上祖国

的接侨船，从广东湛江踏上祖

国大地，后辗转抵达上海，寓

居早年从印尼回国求学的二

哥家里。

我们兄弟姐妹 8个，大哥、

二哥、三哥先回了国，我和两

位弟弟一起被迫离开亲爱的

父母、大姐以及养育我成长的

印尼国土。幸而哥哥们已大学

毕业在上海工作。在此后的岁

月里，父母兄长给我了无数亲

情的慰藉和经济上的帮助。

正当我为前途犯愁时，喜

从天降，经上海市侨联引荐，

中侨委派两位司长考核我的

外文水平，我顺利过关。次日

（1960 年 6 月 26 日）由他们陪

同直奔厦门大学，安排在中侨

委属下的南洋研究所从事翻

译工作。由于我当时的汉语水

平几乎是零起点，听、说都不

怎么会，我的工作便是将文献

资料由英文或荷兰文译成印

尼文，再由同仁译成中文，并

为从事编写《印尼华侨史》的

研究人员提供大量资料。期间

领导要我一边搞翻译，一边扫

盲学中文。经单独授课和语言

环境的耳濡目染，我较快地提

高了中文的听说能力。

1973 年至 1974 年，领导

派我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进修。回厦大后，除了原有的

翻译工作，我还从事研究印尼

的工作，参与编写东南亚系列

丛书《印尼》一书，撰写了《印

尼和中国粮食增长的启示》等

多篇论文。因荷文人才奇缺，

厦门市政府和涉密的有关部

门所需的译件，非我莫属。

1989 年至 1990 年我幸运

地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进

行学术交流。回国后，我还曾

为庄国土教授所译的荷文《荷

兰华人的社会地位》一书的第

二章、第三章进行校订。我能在

祖国的识才启用和栽培下，尽自

己微薄之力，为南洋历史研究工

作做出应有的贡献，深感欣慰。

退休后多次为荷兰籍来华

寻根华裔翻译先人的各种文

件和信件，由荷语译成中文

后，无偿提供给有关接待人

员。寻根的华裔提供的那些旧

资料往往都很深奥，或是语焉

不详，我要去查资料，去翻历

史书，不懂那些知识就没法读

懂老旧的证书、信件等。

人生如梦，回国一晃就送

别了 60 个春夏秋冬。回顾峥

嵘岁月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我被派参加“社教运动”，在南

安县丰洲镇和农民“三共同”

接受再教育，还曾先后参加曾

厝垵、集美厦大农场务农，饿

筋骨，炼心志，感受改变人生

轨迹的甜酸苦辣。特别是刚被

派去参加“社教运动”时，孩子

才 4个月，还在吃奶呢。那时

我在厦大南洋研究所工作，一

个月工资才 40 元，在厦大食堂

天天吃空心菜、海带，有个豆

腐都已经算是加菜了。我有 3

个儿子，经济上很紧张，父亲

按每个孙子每月 10 元的标准

寄来侨汇。

除了文革期间，父亲差不

多每四年回中国看望我们，那

时中国还比较贫困，他和无数

海外华侨一样，每次回来都大

包小包，带来了电视机、自行

车、录音机和奶粉等物品。他

在上海有投资。而今我们的日

子好过多了，真的不能忘记侨

胞曾经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1970 年代，我的兄弟们陆

续去了香港、巴西、新加坡、美

国，就我一人留在中国。原因嘛，

一个是我爱人是党员，不能出国

定居；另一个是我也不想离开。

回国前在芝日洛与父母亲人依依不舍

年 月厦大南洋研究院 周年院庆与全体同仁合影

全家福


